
第 ３９ 卷第 １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１
Ｊｕｎ．，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吕克×霍夫曼研究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４ＺＤＢ１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３０；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ｃｈｇ＠ ｂｎ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３３００６７９

何思源，苏杨，王蕾，程红光．构建促进保护地社区资源使用与保护目标协调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实践．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３９（１１）：　 ⁃ 　 ．
Ｈｅ Ｓ Ｙ， Ｓｕ Ｙ， Ｗａｎｇ Ｌ， Ｃｈｅｎｇ Ｈ 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１）：　 ⁃ 　 ．

构建促进保护地社区资源使用与保护目标协调的社会
情境分析工具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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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公共池塘资源”、“环境权利”和“社会⁃生态系统”意义认知理论，从话语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中，制度如何

作用于社区行为而最终影响生态系统，并以提供政策建议为终点，形成一个针对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 研

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为对象，从社区主体认知和研究者外部观察的知识合作入手，首先分析社区资源禀赋和环

境权利的实现。 研究发现，影响资源权属和使用的关键制度包括宏观层面的土地政策，中观层面的保护地规划和管理，以及微

观层面的乡规民约，凸显了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共同作用。 影响生态产品和服务获取以及福利转化等环境权利的关键因素是中

观层面的正式制度，包括市场机制和信用体系，以及非正式制度，主要是长期形成并与时俱进的社区集体行动机制等。 其次，分

析影响社区权利可得性的协商机制。 协商需要注意程序合法，重视社区环境自主权；在内容上尊重历史和传统，提供充分信息；

在实施上有明确的成本⁃收益分析。 这样才能推动社区认知与保护管理目标相一致，以制度变迁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持续。 研究

表明，这一社会情境分析工具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可以帮助提出改善社区的资源禀赋和完善环境权利的专门政策，促

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区福利双赢。

关键词： 社会⁃生态系统；环境权利；生态系统服务；国家公园；社区；武夷山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ＨＥ Ｓｉｙｕａｎ１， ＳＵ Ｙａｎｇ２， ＷＡＮＧ Ｌｅｉ３， Ｃ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４，∗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Ｗ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７，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ｅ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ｅ ｉ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ｔｏｏｌ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ｏ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ｋ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ｏ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ｌｏｎｇ⁃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ａｉｍｓ ｔｏ 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ｔｅ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ｏｏｌ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图 １　 以本研究案例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所示意的生态系统级联

（改编自［１３］）

Ｆｉｇ． 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３］）

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已逾五十载，自然保护地类型多

样，保护面积持续上升［１］。 自然保护理念从关注生物

多样性拓展到生态系统服务［２］，对其监测、质量评估和

价值核算等［３⁃５］ 成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６⁃９］，土地利用

规划［１０⁃１２］等保护政策的科学依据。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

建设提出的“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体现了自然

保护中的人文关怀，也符合生态系统级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ｓｃａｄｅ） 理念 （图 １） ［１３］。 生态系统功能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或潜力，以生态系

统结构和过程为基础。 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是向人们提供福

利（ｂｅｎｅｆｉｔ）的实际服务流［１４］。 生态系统服务联结生态

与社会系统［１５］，因此，实现人类福祉，不仅要维持生态

系统功能，而且要认识到生态系统功能转化为福利离不

开人的参与［１６］。 尽管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强调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作用于资源，但是除了文化服

务，对人在生态服务中的主动性鲜有探讨［１７⁃１８］。
研究表明，人们可以参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的不同阶段［１３］。 首先，人们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如植树

造林。 其次，人们可以投入人力、设备等将生态系统潜力转化为福利，即产生服务流，如进行木材生产或者进

行艺术创作。 最后，在服务和福利生产中，其本身也被人们赋予意义，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非物质产出。
人与自然互动而成的生态系统服务符合广义上的合作生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融合了人与其他实体共同的

作用［１９］，可以同时创造新的自然和社会秩序［２０］。 在上述生态系统服务生产过程中，参与者本身和参与过程

都体现并受到了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即社会情境（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影响。 由于社会情境的复杂和差异

性，在推进科学⁃政策⁃实践平台（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ＰＰＩ）形成时，研究者和决策者对包括制度、
政策、法制过程、社会经济背景等具有地方特殊性的情境信息需求巨大，如何对此进行有效分析以得到推动制

度变迁的关键因子，是保护学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点之一［２１⁃２３］。
社区作为重要的生态服务受益人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４⁃２６］。 在中国，保护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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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往往是自然资源利用者，在与自然的长期互动中充分贯彻了上述生态系统服务的合作生产，并形成了独特

的社会情境：在法律、习俗等框架下赋予生态系统以特定意义，并以此为依据利用资源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这

种合作生产中，社区不仅可以改变自然景观，还能够影响制度。 他们对生态系统赋予的意义与保护实践者或

其他社会群体可能存在差异，如果决策者和管理者试图推进生态系统向一个合意的状态发展，就必须以制度

变迁影响资源使用行为和过程，以达到合作生产中的人地良性互动［７，２７］。
制度对社区行为的影响会反映在生态系统上，影响生态系统健康和社区福祉。 这一理念结合了“公共池

塘资源”理论［２８］和“环境权利”理论［２９］。 针对社区公用的自然资源，前者强调长期的制度形成和行为管控可

以调节社区对资源的使用和利益分配，避免资源整体过度损耗；后者强调社区和环境的动态性，认为环境资源

并不绝对稀缺，其可得性依赖于制度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的意义认知则指出，
制度和相应规则的形成离不开协商机制［３０］。 这是因为，首先，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由于赋予生态系统不同

意义而对资源使用存在竞争性；其次，社区资源使用规则在正规法和习惯法下可能不一致。 引入协商机制对

于创新社会参与机制，推进社区参与保护地管理等保护地治理研究和实践也具有重要价值［３１⁃３３］。 在保护地

管理中，采用分区管控和行为规范时都需要考虑生态系统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义，探索其行动

机制［７，３４⁃３７］。
本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为对象，通过入户调查，在“环境权利”、“公共池塘资源”和“社

会⁃生态系统”的意义认知等理论支持下进行话语分析，通过制度制图（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和协商机制构建，
分析在生态系统服务合作生产中，制度如何影响社区生态服务需求和福利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保护

地社会情境分析工具，并进一步利用武夷山实证数据测试工具可行性，提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背景下的武夷

山试点区的政策突破。

１　 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主要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涉及面积近 １０００ ｋｍ２（图 ２）。 区内保留了同纬度最大

和最具代表性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同时，武夷山脉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

九曲溪、崇阳溪交汇地带集聚。 考古发现的悬棺等伴随器物揭示了自商周以来百越人在武夷山地区河岸和山

脚进行的狩猎、采集、农业、制陶、纺织品生产，以及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的工具、武器、乐器和船等；秦汉时期的

闽越王城成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因远离内地，道教在唐代佛教兴盛时在武夷山得以保存并兴于宋，武夷九

曲成为佛儒交流圣地。
４０００ 多年来，人类活跃于武夷山，水稻种植、毛竹采集、伐木和茶叶种植延续至今。 特别是始于宋而兴于

明清的茶叶种植，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ｃｏ⁃ｅｖｏｌｖｅ）中塑造了文化景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自然植被为培植

茶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饮茶作为交际方式和灵感来源使得包括新儒学在内的文化得以保存。 因此，武
夷山森林生态系统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它们不仅是经年的生态过程的产物，也是人们对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作用的结果。 比如，本土知识和管理历史都认识到茶树和森林的互惠关系，然而现代茶树

扩张和种植强度加剧则会导致水土流失和森林死亡。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涵盖 ２５ 个行政村，人口近 ３ 万，主要从事茶叶生产、旅游业、水稻 ／烟草种植和毛

竹产业。 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叶，仍保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林业和农业系统。 过去 ３０ 余年土地利用变

化伴随着集体林权改革，改革试图确立明晰的林权边界并将产权视为“权利束”，以帮助农民更为灵活的交易

和管理林权，稳定土地制度并提高森林管理效率。 制度变迁已经并会继续在国家公园体制创新时影响武夷山

社区与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关系。
１．２　 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问卷，由受过培训的志愿者进行入户访谈。 样本选择依据行政村人口基数、产业代表

３　 １１ 期 　 　 　 何思源　 等：构建促进保护地社区资源使用与保护目标协调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位置，现有保护地构成及入户访谈点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ｖｉｓｉｔｅｄ

性及家庭收入水平，具体依据：１）乡镇政府掌握的行政村人口数和产业数据；２）行政村村委引荐；３）受访人滚

雪球似的推荐。 最终样本 ３７５ 户，以茶农为主（５８％），其次是水稻 ／烟叶种植者（１８％），其他生计包括木材、毛
竹、其他种养殖业、旅游经营以及非农产业。 家庭年收入具有一定区分度，在样本中呈倒 Ｕ 形分布，以 １０ 万⁃
５０ 万 ／年为最多（４４％）。

入户访谈时长 ２０—４０ ｍｉｎ，依照访谈大纲，根据受访人实际情况进行。 问题聚焦受访者与森林生态系统

依存关系，依据“环境权利”和“公共池塘理论”理论，包括两个层面：１）资源禀赋（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即受访者作为

社会主体所具有的权力和资源；２）环境权利（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即受访者通过合法控制生态产品和服

务而达到的各种效用组合。 通过对资源行使权力，人作用于生态系统，得到福祉并影响生态系统。 对社区而

言，这些福祉就是通过资源和环境权利提升的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通过访问大纲半结构化问题，可以引导受访

者谈及影响上述两个层面的制度细节。 如“您家土地有没有确权？”，“您家土地有没有在保护地内？”等问题

可以梳理禀赋情况；“影响茶叶生产的关键自然因素有哪些？”，“有什么政策、资金、技术和设施上的保障？”等
可以帮助列举影响生产产品和服务产出过程的因素。 大部分问题可以引导受访者在陈述事实时反映他们所

认为的制度缺失，使访谈人员适时介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得到受访者对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期望。
访谈者保持中立，不做价值评判，避免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术语，也不强调特定生态系统服务，而是鼓励受

访者谈细节和具体认识，比如“具体说说土地在保护地里有什么影响？”，“具体说说乡规民约里是怎么规定

的？”等。
１．３　 数据分析

访谈结果均为书面记录，在访谈结束后统一记录在研究设计的 ＥＸＣＥＬ 表格内。 研究采用话语分析方法，
首先进行制度制图以形成一个制度矩阵（表 １）。

制度制图是一种基于经验并用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用来分析决策过程中影响决策的制度分布和权力关

系，一般带有明确的目的性［３８］，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实现，如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其结果可以由图、表、
叙述等多种形式呈现［３９］。 本研究使用制度制图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环境权利理论”。 它指出，人们如何获取

资源秉赋，又如何将其转化为环境权利是一个动态映射过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受到不同层次的制

度影响；人们在这一映射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并与环境作用，又可以巩固乃至产生的新的制度来影响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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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动态［２９］。 因此，通过基于“环境权利理论”进行制度制图可以分析社区的资源管理决策，即人地关系动态

进程中影响社区在使用资源时的禀赋权利获得与转化的制度分布。
具体而言，研究在访谈信息采集后采用话语分析，就 ３７５ 个受访者对“资源禀赋”与“环境权利”两个层面

问题的回答编码，进行概念抽象化和名称规范化，分析受访者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依存关系：１）归纳禀赋、环境

权利和能力的主要种类；２）提取不同层面的制度信息；３）建立制度与社区秉赋权利获得、环境权利转化的

关系。
其次，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利益相关方对生态系统意义认知差异对影响福祉实现的关键因素进行再

编码，提出推动制度转化为行动的协商机制。
最后，依照制度分析矩阵和协商机制框架，构建保护地社会情境分析工具，并结合制度制图和协商机制分

析实证数据，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政策目标下提出武夷山试点区的制度改进。

２　 结果

２．１　 制度如何影响社区通过生态系统以实现福祉

制度制图分析明确了在现有的保护地管理下，在制度层面有哪些关键因素来保障，或者阻碍人们对资源

的占有、利用和促使其向福利转变（表 １）。

表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资源使用的制度分析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宏观层面
Ｍａｃｒｏ ｓｃａｌｅ

中观层面
Ｍｅｓｏ ｓｃａｌｅ

微观层面
Ｍｉｃｒｏ ｓｃａｌｅ

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禀赋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宪法；
森林法；
土地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保护地法定规划；
保护地封闭管理；
山林两权分离制度；
生态补偿制度；

乡土观和责任观；
土地利用历史；
土地政策稳定性；
本地权力关系；
宗族关系和移民；
技术进步；
信息传播；

保护地哨卡；
水坝；

权利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市场机制；
信用机制；
补贴政策；
收购政策；

集体行动机制；
传统耕作和非遗体系；
经济规模和权力关系；

道路系统；
灌溉系统；
水体净化设施；
防洪清淤设施；

制度在不同层面上影响资源禀赋，特别是山林土地的获取，既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也包括根植

于历史和乡情的民间管理。
在宏观层面上，土地生产和管理的相关法律以及保护地相关法规限定了社区能够获得的资源类型和

范围。
在中观层面上，保护地法定规划和封闭管理及其配套的对于水源、生态公益林和景观保护的补偿，限定了

社区在时空上对资源的使用。 受访者认为，保护地规划和管理，特别是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强度、频率的

规定，是关乎生计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提供补偿的基本依据，他们会判断规则的合理性并进行应对。
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对资源的实际掌握的制度因素既包括主观上对资源的掌握意愿（乡土观和责任感），

也包括客观上法律 ／规定的执行（土地利用历史、土地政策稳定性），还有乡规民约等习俗法的继承及其与政

策的融合（本地权力关系、宗族关系和移民）。 此外，技术进步和信息传播在扩展社区对土地资源的获取和重

新评估资源拥有的合法性上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茶、水稻、烟叶、林木等产品以及通过商品交易得到的现金收入，相关工作岗位，以及精神享受是武夷山

社区得到的主要生态产品和服务。 分析发现，行使环境权利的过程既依赖正式制度，也受到非正式的社会关

系网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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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往往在中观层面体现，包括受访者主动希望加入或推动的市场机制和信用体系。 受访者认为市

场在确定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上的作用在增强。 随着产品市场化成为一种诉求，受访者认为信用体

系的建立和完善在促进福利发展上会承担更重要的作用。 相对而言，政府参与的税、费、补贴以及收购令受访

者较为被动，但其影响不可忽视。 受访者认为自身对政策依赖性很强，但是其种类繁多、来源广泛、帮助范围

和时效长短变动加剧了社区环境权利的多样化、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一定“政策依赖”风险。
非正式制度往往从微观层面起作用。 外部制度，无论涉及是市场还是政府，最终都将进入社区内部起作

用，并且与内部自发的行动体系相互作用。 内部非正式制度主要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集体行动机制，包括

熟人社会、带头机制、试错机制、劳动力分配等，它们可以推动管理高效进行，节约试错成本和外部监督成本，
协调社区与外部利益矛盾，提高生态产品产出和附加值等。 在熟人社会下维持的传统耕作和茶叶生产方式，
随着遗产保护理念发展，被受访者认为可以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和产品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此外，受访

者认为经济规模和话语权力影响环境权利的获得。 小规模生产者认为政府对规模性生态茶园更为重视，后者

在与政府的沟通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家庭式生产者则相对弱势。
根据“公共池塘资源”理论，除了制度规则，设施也影响社区资源使用。 对此，受访者认为保护地哨卡的

设置和水坝的建立是规范资源禀赋的关键设施。 对于环境权利的保障，受访者认为道路系统对获得生态系统

产品和联结市场具有关键作用；灌溉系统、水体净化系统和防洪清淤设施等是保障生产的基本设施。
２．２　 制度如何通过协商机制来起作用

制度制图分析表明，社区赋予生态系统经济价值意义和文化传承意义，与其他社会主体所重视的例如生

物多样性价值、美学价值等存在不一致。 他们从习俗权或社会准则出发表明对禀赋控制的合法性，强调并且

希望能够充分动员部分权利以帮助其他权利的实现，如利用林权证来得到抵押贷款来保障生产等。 正是由于

存在习俗权和正式制度的不一致，并且存在多个社会主体对资源的竞争，因此权利不是“应当”得到，而是“可
以”得到；可以得到多少、怎样得到，需要进行“协商”。 对影响福祉实现的关键因素进行再编码后我们从程

序、内容和实现三个指标、其关键内容和实现的具体关注点来分析如何推动外部制度与社区传统联结来保障

生态服务需求在保护框架内实现（表 ２）。

表 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社区协商关键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指标 Ｆａｃｔｏｒ 关键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 细节 Ｄｅｔａｉｌ

程序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程序合法 村民与管理者有效沟通

环境自主权 减少自上而下的命令

复杂问题分解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 尊重传统和历史 保护地管理规则修订

充分的信息 国家公园试点区规划名称内涵

分区管控方式解释

规划的历史对比

国家公园的概念

实施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成本⁃收益分析 生产限制补偿的多元化

协商程序的关键是合法性和环境自主权。 受访者重视程序合法化，认为资源管理政策的形成和执行需要

村民与管理者的有效沟通；他们重视环境自主权的形成，要求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协商内容主要是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范围以及可持续利用方法，包括空间范围的界定和使用

规则等。 受访者主要诉求集中在尊重传统和历史以及信息充分性上。 前者体现在受访者关注保护地管理规

则的修订，希望能够延续现行生产方式；后者是受访者面对国家公园这一新生事物时提出对试点区规划分区

的名称和内涵需要进一步了解，对分区管控方式需要详细解释，对未来规划与现有规划的差异进行对比，以及

对国家公园概念本身进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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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实现需要把握对社区的激励机制，促进社区内部的变革愿望与外部的政策契机对接。 在协商内容的

实现上，成本⁃收益分析可能是推动协商执行的重点，主要是受访者广泛的提出对生产限制的补偿应当多

元化。
这些在协商的程序、内容和实施方面的具体诉求，建立在社区和受访者对所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认

知和对外界变动的预期上。 把握这些要点，才能够逐步引导社区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人采取符合保护需

求、满足其他社会主体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行为方式，将外部制度逐步与内部传统相连接。
２．３　 保护地社会情境分析工具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的政策突破

基于制度分析和协商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联结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

济系统，体现了制度通过对社会主体行为改变而作用于生态系统这一动态，也将政策目标集中到推动人类福

祉和生态系统健康双赢之上（图 ３）。

图 ３　 促进国家公园内社区保护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

Ｆｉｇ．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图左代表生态系统服务受益人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即社区将自然资本转化为生态系统服务和最终福利

以提升能力并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用以分析社区如何通过合法而高效的控制哪些资源（禀赋）并将其转化为

哪些形式的效用（环境权利）来创造福利。
图右代表制度与左边人地互动的相互关系，用以辨识哪些制度和基础设施可以影响社区，使得他们有权

使用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或者利用可以得到的资本、技术、劳动力或权力来有效的支配上述资源改善福利。
使用这一社会情境分析工具回到数据中，我们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数据，从改善社区资源禀赋

和完善环境权利两方面提出了目标性对策，完成对这一工具的使用。
在改善禀赋方面，首先要保障土地权属稳定。 第一，完善农村宅基地确权和用途转变管理；第二，明确和

规范土地开荒、土地流转以及流转后具体使用方式；第三，对于遵从保护要求的生产用地限制，应完善多类型

补偿。
其次要明确生态奖惩。 第一，对于不当的资源利用形成惩罚机制；第二，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赔偿机制；第

三，完善促进整体环境改善和生态和谐的鼓励机制。
在完善环境权利方面，首先，推动形成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链条。 在价值链形成中，我们特别提出两个创

新点，也是制度本地化的关键点。 一是形成“负面标准化”。 由于不同山场、品种和制茶技术的组合带来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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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茶叶的不可复制性和独特性，从“正面”建立品评标准难，而“负面”因素，如农药、化肥、种植方式等较为可

控，也可以充分保持茶叶种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协同，有利于以差异化建立定制服务来进一步提高生态价值向

经济价值转化。 二是把握“规模多样化”，对典型的家庭作坊式茶叶生产和大型茶企开展有差别的帮扶管理，
保障其话语权。

其次，要对社区生产者进行能力建设。 一是开展与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获取与福利转换有关的专业技术培

训；二是开展与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维护有关的专业责任培训。
第三，完善社区作为社会主体的协商和参与机制。 我们的研究发现，信息下达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社区与

其他社会主体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和将社区作为生态系统管理者的重视程度，将是降低国家公园实现保护目标

的成本的关键。

３　 讨论

我们在人地关系的探讨中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将其置入研究所依托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强调

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在制度规则下的行为方式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及其反馈。 这样可以既看到生态后果，也关注

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现和社区福祉，从而明确社区生态服务诉求与保护目标间的关系［４０］。 在这一理念下构建

并使用社会情境分析工具，我们发现影响武夷山地区社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多层级关键制度因素，也验证了生

态系统服务本身是人与自然互动而成的合作产品。
武夷山地区既在历史时期业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又在现代经历土地制度变化和保护地规划，在此

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和他们在当代语境中的话语权力变得重视，成为他们主张环境权

利的制度需求。 由于存在制度不确定性，社区对在新的保护地管理时资源禀赋的保有和环境权利的实现存在

疑惑和忧虑，他们关注规则将如何改变，乐于提出诉求。 这表明在这一合作生产的过程中，不仅生态系统服务

能够帮助社区进行身份认同和能力构建［４１⁃４３］，受益者也在主动思索身份的转变和能力的多元化。 这种对环

境权利中话语权的重视，也使得开展“适应性管理”，改变“命令⁃控制”式的传统治理体制成为必需。
制度变迁重在改变利益分配格局［４４］，国家公园试点有责任推动资源使用者更有能力进行资源的可持续

使用，其制度变迁需要促进社区拥有自主生态系统管理能力，从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恢复力，实现

生态系统健康。 重视社区环境权利，才有可能使制度变迁比较容易被社区接受，发挥其主动管理的能力和热

情，间接地推进生态系统良性运作。 国际上保护地去中心治理和共管提出的合作空间规划理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５⁃４７］，建议通过对话由各利益相关方分享多种文化观点和知识，促进形成一种共享的

景观价值观来作为决策基础［４８］。 这一认识也在我们研究过程中不断加强。 研究者与武夷山社区的深层互

动，带来了以这篇文章内容为代表的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时的知识合作生产（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而研

究中在使用社会情境分析工具后提出的政策对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政策⁃实践流程的开始。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对社会情境的分析不仅会给社会⁃生态系统动态研究带来影响，而且可以帮助形成有

针对性的保护政策来促进社区参与保护地建设和管理。
首先，这一工具可以用于其他的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由社区存在的保护地，特别是具有长期的人地关系交

互史和保护需求的社区，用以识别社区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实现的关键要素。
其次，这一工具可以促进社区认识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可能性。 在价值链形成这一关键环境权

利的掌握上，经济价值会逐渐加入含有产品和服务背后的人为参与而形成的文化景观的价值。 Ｆｉｓｃｈｅｒ 和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现需要人们既有意识又有能力来建立从自然到社会经济的通路［１３］，这在研

究结果中得到了印证，即武夷山社区希望作为社会主体参与保护管理，获得表达利益分配诉求的机会。
第三，这一工具可以帮助寻找提高社区认可度的制度构建途径。 以往研究提出，我国制度实现的“可信

度”建立在社会资本之上，呈现一种“社会选择”过程，即制度的设计完善程度并不能保证其有效性，制度实施

中的人为认可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制度的有效性和发展方向［４９］。 借助这一工具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吸收基于社区的保护地治理理念，提高规则的社区认可度。 比如在研究中发现，武夷山地区具有源自长期社

会关系而来的低成本的社区冲突解决机制，使得社会资本具有对社会震荡的抵抗和恢复力；邻里间具有较为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信息交流可以促进学习和推动协商。 这些集体行动机制可以为外部政策的进入提供一种

试错环境。
第四，这一工具可以帮助寻找促进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方法。 尽管生态系统服务的合作生产

比较明显的体现在产品供给和文化服务上，但这一工具也可以发现社区以知识积累和经验实践参与森林水土

保持，昆虫物种的保护等支持与调节服务的实现。 这表明 “保护”与“发展”并不对立，从尊重传统生态知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ＥＫ）出发，将社区生计纳入生态系统管理，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４　 结论

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为研究对象，依据“环境权利”、“公共池塘资源”和“社会⁃生态系

统”理论，通过社会调查和话语分析对影响禀赋和环境权利实现的关键制度以及制度变迁途径做了分析，以
此构建了一个保护地社会情境分析工具，并以推进社区和生态系统共同进步的政策建议完成这一工具的应

用。 研究主要结论为：
１）武夷山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关键禀赋是土地。 影响资源使用的关键制度包括宏观层面的土地和资源

相关法律，中观层面的保护地规划和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乡规民约执行，凸显了负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与

根植于历史和乡情的民间管理的共同作用。 影响环境权利实现的关键制度包括中观层面的正式制度，主要是

市场机制和信用体系，以及非正式制度，主要是长期形成并与时俱进的社区集体行动机制等。
２）社区对现有保护地管理制度的认可或反对有其深层原因，在制度变迁中有机会以协商来推动社区认

知与保护管理目标相一致，让社区能够主动学习，积累社会资本，自发的推进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

变迁。
３）与社区的直接互动和以及后续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知识合作生产，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善武夷山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社区的资源禀赋和完善环境权利的政策切入点，尊重社区认知，更有可能有效的通过制度

变迁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区福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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